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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生率作为人口统计的重要指标，体现着当前的人口动态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关乎到劳动力的供

应、经济的增长潜力、社会的养老负担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等等。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

生育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的重要因素。本次论文选

取了清远市2005~2024年的各项数据，期间政策不断变换。此次研究加入了政策因素等虚拟变量进行考

虑，在分析各项经济和人口指标与出生率的相关性的同时，通过加入虚拟变量采用ARIMAX模型以此对

2025~2028年的出生率进行更准确的预测，并以2025年的真实出生率与预测出生率作出对照，以证实

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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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demographic indicator, the birth rate reflects current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future 
trends, while also bearing on labor supply,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social old-age support bur-
dens, and eve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a whol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plan-
ning policy, China’s fertility level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with the policy being a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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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country’s birth rate. This study selects various 
data from Qingyuan City over the period 2005~2024, during which the policy underwent several 
adjustments. In this research, dummy variables, including policy factors, are incorporated for con-
sideration. While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indica-
tors and the birth rate, the ARIMAX model with dummy variables is employed to produce more ac-
curate predictions of the birth rate for 2025~2028. The actual birth rate of 2025 is then compared 
with the predicted value to validate the model’s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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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出生率作为衡量人口结构的核心指标，是全球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放眼全球，我们能够发现日本、

意大利、德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在出生率这一问题上遇到了挑战。以日本为例，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出

生率的下滑已经持续多年。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日本的出生率便呈现了下滑的趋势，对日本的经济

发展和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地，意大利也面临着相似的状况，意大利的出生率长期低于能

够维持人口平衡的水平，为其发展带来了压力。这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出生率不只是一个数字这么

简单，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态。而我国现在也遭遇了出生率下降这一问题。

下降的趋势一旦放任它持续下去，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与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相似的社会问题和经济

挑战。这些国家由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问题为我们以及世界各国都敲响了警钟。因此，研究影响出生率

的各种因素，审视并预测其变化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人口问题，还能

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建议[1]。本论文以经济和人口结构作为切入点，决定先研究经济和人口方

面的相关因素。 
研究预测出生率不仅能够影响到国家的长远规划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会

保障体系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劳动力市场分析、经济发展策略调整、公共卫生服务准备以及城市规划

与发展。 
总的来说，研究并预测出生率能够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通过提供这样的基础数据支

持，使国家各项政策和规划有据可依，更能贴合公民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国家繁荣社会稳定。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别国比我国更早出现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因此国外学者对于人口出生率的研究是早于我国的。

例如，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 Thomas Robert Malthus [2]开始深入探讨此一议题，其著作

《人口论》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Easterlin (1975) [3]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分析生育率的“供给

–需求”框架，指出家庭收入、消费品价格等多种因素会通过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进

而作用于生育率。Boucekkine [4]等学者研究表明，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呈倒 U 型关系。J. Grant [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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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表明，欧洲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进入缓慢或显著下降的阶段，并且老年人口持续增加，而

劳动力人口则在减少。此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净移民仍然很少，这些趋势可能对欧洲经济造成毁灭性

后果。 
我们拉回到国内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出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实

证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和比较基准。 
在人口结构因素方面，国内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出生率的基础性变量，而育龄妇

女数量和年龄结构是核心因素。 
在政策因素方面，学界对政策效应的评估日趋深入。葛润和施新政(2023) [6]利用“双重差分法”发

现，“全面二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家庭生育可能性，政策贡献了 2016~2018 年平均每年 14.8%的新生儿。

刘嘉桐(2025) [7]基于 31 个省市数据进一步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前三年出生率平均提高 0.787%，

但中长期效应递减，且“全面三孩”政策整体呈负向影响，反映出生育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基本规律。

汪伟等(2020) [8]基于 CFPS 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单独二孩”政策对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未产生显

著影响。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原新，张圣健(2022) [9]等人研究发现：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

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该研究还

指出，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上述研究为本文设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与推迟效应相关虚拟变量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1.3. 研究目标 

清远市坐落于我国广东省的北部，是粤北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2025 年清远市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为 2317.47 亿元，比上年增长(下同) 4.5%。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370.97 亿元，增长 6.0%；第二产业增加值 789.98 亿元，增长 3.7%；第三产业增加值 1156.52 亿

元，增长 4.6%。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16.0:34.1:49.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8,188 元，增长 4.7%。 
2025 年末户籍人口 449.26 万人，比上年减少 2.94 万人，下降 0.7%，其中男性人口 233.42 万人、女

性人口 215.84 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 3.62 万人，出生率 7.94‰；死亡人口 2.70 万人，死亡率 5.91‰；

自然增长人口 0.93 万人，自然增长率 2.03‰。年末常住人口 397.64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236.70 万

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9.53%，比上年末提高 1.30 个百分点。 
此外，必须提到广东省的人均 GDP 为 113,769 元。清远市的人均 GDP 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9.53%，低于全省 76.58%的平均水平约 17 个百分点。作为粤北欠发达地区，清远在

广东省的经济版图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GDP 总量仅占全省的 1.59%，面临珠三角城市强劲的人口

虹吸效应。2025 年清远户籍人口约 452.2 万人，户籍出生率 8.89‰，略高于全省 7.82‰的平均水平，但

适龄婚育人口的持续外流使本地出生率面临长期下行压力。这种“经济相对落后、人口持续外流、出生

率低位运行”的格局，使清远成为观察粤北地区人口变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典型样本。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并预测出生率才显得格外重要。 
清远市近 20 年的出生率从 2005 年(10.10‰)开始逐渐升高，到 2017 年达到顶点(16.01‰)然后逐年下

降直到 2023 年(8.10‰)降到最低。直到 2024 年(8.89‰)有一点小反弹。 
本次论文收集了经济和人口方面相关数据，并引入一些政策影响、龙年效应、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

和推迟效应这些虚拟变量。探索各项数据与出生率的关系，并在这些虚拟变量的影响下，使用 ARIMAX
模型预测 2025~2028 年的出生率。最后用 2025 年的真实出生率数据进行对比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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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远市出生率与各项因素关系分析 

2.1. 数据选取说明 

本文选取了 11 组可能会影响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其中有 GDP (亿)、全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全体人均

消费支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年 = 100)”、常住人口数量、18~34 岁户籍人口数量、女性人数(户籍)。数据完全

真实准确，数据来源于清远市统计局。 

2.2. 经济因素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个时间区间内进行生产活动所得到的最

终成果，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意味着更高的生活

水平。清远市农村地区众多，城镇地区相对较少，城镇和农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所以本次分开研

究。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 CPI)是度量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

相对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紧缩)的程度。 
引入了 CPI 这一数据，主要是因为整体社会的消费水平如果较低，那育儿成本也就较低，当育儿水

平降低时，一些经济水平不那么高的家庭也能够承担育儿所带来的支持，排除了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人

们的生育欲望相信也会有所提高。 

2.3. 社会因素 

首先是常住人口，既然是出生率那就必定跟人口离不开干系。但是与出生率更有关系的人口也应该

区分开来。所以特别统计了 18~34 岁的户籍人口数量，当然最佳的数据应是 18~34 岁的女性人口数量，

但是没有办法收集到该数据，于是选用了 18~34 岁的户籍人口数量作为下位替代。这个年龄段是女性生

育最主要的年龄段，其他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可以说是基本与出生率没有关系，只在出生率计算的时候充

当分母。而大部分的分子就取决于这一年龄段的女性人口数量。但为了严谨还收集了全市户籍的女性人

数，来参与本次建模。 

2.4. 虚拟变量因素(外生变量) 

本次模型引进了 4 个虚拟变量，分别是：龙年效应、政策影响、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推迟效应。 
龙年效应：关于龙年效应对出生率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在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地区，大量

研究证实了龙年出生率的显著上升。Goodkind (1991) [10]最早报告了其研究目标地区龙年出生率的暂时

性大幅上升；Vere (2008) [11]在其研究目标地区的研究也发现龙年出生人数显著增加；Beam 和 Shrestha 
(2020) [12]基于马来西亚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华人群体在龙年的出生率上升了 14.3%，而同地区的非华人

群体则下降了 1.9%。然而，Tan (2025) [13]基于我国宏观数据的研究则发现，龙年出生率有时不升反降，

1988 年、2000 年和 2012 年分别下降了 4%以上和 9%；马妍(2010) [14]则认为从全国层面看并不存在显

著的生肖偏好，出生人口波动更多源于人口惯性。在机制层面，Mocan 和 Yu (2020) [15]的研究表明龙年

效应更多是生育时间的“转移”而非“创造”——约 6.7%的出生被从龙年前一周调整到龙年开始后一周。 
而在此次研究中，清远市龙年效应系数为+0.235，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龙年文化偏好仍对出生率

存在显著的正向脉冲作用。 
政策影响：我国的计划生育于 2002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2013 年 11 月 12 日提出了“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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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 年 10 月 29 日又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

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到 2021 年 5 月 31 日，又提出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至今。而在 2013 年提出的“单独二孩”政策在

当时全国范围内遇冷，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单独二孩”对于出生率的影响效果有限。例如根据 2014 年、

2015 年调查数据推断，“单独”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在 10%左右，“单独”二孩政

策目标人群在 1500 万以内。2015 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生育二孩总量在 50 万左右，远低于国家卫计

委 200 万左右的预期(王广州，2017) [16]。在政策实际效果方面，2015 年出生人口总数为 1655 万，比

2014 年减少 32 万，多位人口学者指出“单独二孩政策确实已经遇冷”。汪伟等(2020) [8]基于 CFPS 数据

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单独二孩”政策对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支持了“单

独遇冷”的学界共识。相比之下，刘嘉桐(2025) [7]的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前三年，出

生率平均提高 0.787%。上述证据表明，2014~2015 年出生率的变化主要并非由“单独二孩”政策驱动，

因此本文将政策虚拟变量的起点设定为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之时，具有充分的实证依据。 
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口的出生产生了负面的影

响。它不是简单的单一因素，而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事件期间，我国的防

控政策是非常严密的。人们的社交方式、社交空间被极大地压缩。“非必要不出门”一度是全国各地人

民响应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态度。此外，社交的隔离和经济的不稳定也催生了推迟结婚的结果。

而对于已育家庭，他们更加不愿意去承担风险像之前一样进行他们的生育计划，而是把这一计划无限期

推迟，直到恢复以往正常的生活。这两个“推迟”共同造成了出生人口的加速减少。总的来说，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的出现，在中国出生数量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进一步压低了生育水平，加速了出生人口数量

下行。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的加速下降，正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推迟效应”与长期下降趋势

叠加的结果。 
推迟效应：自 2022 年 11 月起，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政策开始密集调整。2022 年 12 月 7 日

“新十条”发布后，防控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 
因此，预测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后的 2023 至 2025 年会有一定数量的补偿性生育，生育率和出生人

口可能有小幅回升。 
因此，本次模型将 2023 年被设定为推迟效应的起点，以此反映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政策调整后

社会经济生活恢复正常，可能带来的生育行为补偿效应。 

3. ARIMAX 模型 

3.1. ARIMAX 模型定义与原理 

ARIMAX 模型是在标准的 ARIMA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外生变量而来的。ARIMAX 模型的构成包

含了三个核心部分：自回归(AR)部分、差分(I)部分、移动平均(MA)部分，以及新增的外生变量部分(X)。 
1) 自回归(AR)部分：表示当前值与过去若干时刻的值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捕捉时间序列中的自相

关来预测当前值。 
2) 差分(I)部分：用于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通过差分操作消除时间序列中的趋势部分，使其变得平

稳，以便应用 ARMA 模型。 
3) 移动平均(MA)部分：表示当前值与之前若干时刻的预测误差(残差)之间的线性关系，用于建模时

间序列中随机波动的影响。 
4) 外生变量部分：这是 ARIMAX 模型与标准 ARIMA 模型的主要区别。外生变量是指那些影响时

间序列但不受时间序列本身影响的变量。在 ARIMAX 模型中，这些外生变量被纳入预测方程，以提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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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准确性。例如此模型的外生变量(虚拟变量)就是龙年效应、政策影响、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推迟效

应四个变量。 
引入外生变量，是因为它允许模型利用更多的相关信息来提高预测精度。而标准的 ARIMA 模型主

要专注于时间序列本身的历史数据。显然出生率不适用于这样的模型，只研究历史数据是无法理解出生

率的变化的。而 ARIMAX 模型则能够结合外部因素，更全面地捕捉影响时间序列变化的各种因素，在处

理复杂系统或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时间序列中发挥出色。 

3.2. ARIMAX 模型的数学表示 

ARIMAX 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王燕，2015) [17]： 

 
( ) ,

1

( )
i

k
li

t i t t
i i

B
y B x

B
µ ε

=

Θ
= + +

Φ∑  (1) 

 ( ) ( )t tB B aεΦ = Θ  (2) 

对出生率序列先进行二阶差分(d = 2)后建模，其中： 

ty 为因变量(出生率)在时间 t 的取值； 

,i tx 为第 i 个外生变量在时间 t 的取值； 
µ 为常数项； 

( )i BΘ 和 ( )i BΦ 分别为第 i 个外生变量的自回归和移动平均系数多项式； 
ilB 为延迟算子， il 为第 i 个外生变量的延迟阶数； 

tε 为回归残差序列，服从 ARMA 模型； 

( )BΦ 和 ( )BΘ 分别为残差序列的自回归和移动平均系数多项式； 

ta 为零均值白噪声序列，且 ( )20,ta WN σ∼ 。 
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为 ARIMAX (1, 2, 1)，表示：因变量受其滞后 1 期值的影响(p = 1)，经过二阶差分

实现平稳(d = 2)，并包含滞后 1 期的移动平均项(q = 1)，同时纳入多个外生变量。 

3.3. ARIMAX 模型的选择以及建模步骤 

ARIMAX 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回归分析与时间序列分析整合在同一个框架内，这么做不仅能利用

外生变量提高预测精度，还能通过 ARIMA 部分捕捉到因变量自身的变化规律。与纯 ARIMA 模型相比，

ARIMAX 的优势是，它能通过引入外生变量以此避免对单一序列趋势的过度依赖；与多元回归相比，AR-
IMAX 的优势是，它能够处理序列自相关和非平稳性问题，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发生。 

但是 ARIMAX 模型总归不是完美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ARIMAX 模型中外生变量系数的解释要

谨慎。这是因为方程右侧包含因变量的滞后项，而系数β并非外生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边际效应，而是

在控制因变量历史值条件下的条件效应。因此，本研究的重点放在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而不对单一系

数进行精确解读。 
以下是本论文的建模步骤： 
1) 数据准备：本次建模收集了清远市 2005~2024 年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筛选出 18~34 岁户籍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变量，并构建了龙年效应、政策影响、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和推迟效应这四个虚

拟变量。 
2) 平稳性检验与差分处理：本次建模做了 ADF (增广迪基–福勒检验)检验(p = 0.554)，发现序列非

平稳，通过观察差分图以确定二阶差分(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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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CF and PACF plots for order determination 
图 1. ACF/PACF 定阶图 

 
3) 模型定阶：如图 1 所示，本次建模绘制了 ACF (自相关函数)和 PACF (偏自相关函数)图，确定 p = 

1、q = 1，最终设定为 ARIMA (1, 2, 1)。 
4) 参数估计：本次建模用 ARIMA ()函数对模型进行拟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E)，输出了各变量

的系数。 
5) 模型诊断：本次建模做了 Ljung-Box 检验(p = 0.0656)、VIF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残差 ACF 图和

Q-Q 图，验证模型通过。 
6) 模型筛选：构建了 5 个递进模型(ARIMA 基准→人口 + 经济→龙年效应→政策影响→全模型)，

以 AIC (赤池信息准则)最小为标准选出全模型。 
7) 预测与检验：用 2025 年出生率数据做样本外验证(模型与实际误差为 4.0%)，然后预测 2026~2028

年的出生率。 

4. 建模结果 

4.1. 结果展示与说明 

在构建 ARIMAX 模型之前，本文第一步是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一开始收集的数据中各个变量

https://doi.org/10.12677/sa.2026.158199


李奕骏 
 

 

DOI: 10.12677/sa.2026.158199 302 统计学与应用 
 

与出生率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析，以此作为变量筛选的初步依据。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1. 相关系数表 

变量 18~34 
岁户籍人口 CPI 常住人口 女性户籍人数 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相关系数 +0.658 +0.362 −0.031 −0.173 −0.200 −0.261 −0.272 

 
表 1 展示了各变量与出生率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18~34 岁户籍人口数量与出生率的相关系数最

高(r = 0.658)，说明适龄婚育群体的规模大小是影响清远市出生率的首要因素，这是符合预期的。GDP (r 
= −0.200)、人均可支配收入(r = −0.261)和农村收入(r = −0.272)与出生率均呈弱负相关，个人认为几项数据

是有点反直觉，意味着三个经济指标上涨了而出生率反而下降，这可能说明现在居民对生育成本的考量

已经不太能影响到生育意愿了。当然可能是数据不足或者是地区特色，暂时无法确定。也有可能说明经

济因素对出生率的解释力相对有限。CPI (r = 0.362)与出生率呈弱正相关，可能与消费价格水平对生育成

本的间接反应有关。常住人口(r = −0.031)与出生率几乎无相关性，可能是该地区的常住人口变化并不集

中在适龄婚育群体这一年龄段。女性人数(r = −0.173)与出生率呈弱负相关，这意味着非适龄婚育女性人

数相对 18~34 岁女性数量是增加的。相关系数热力图如图 2 所示。 
 

 
注：颜色越深表示相关性越强，红色为正相关，蓝色为负相关。 

Figure 2. Correlation heatmap of variables 
图 2. 相关系数热力图 

 
上述相关分析结果为后续 ARIMAX 模型的外生变量选择提供了初步依据。 
在变量筛选的基础上，本文进行第二步，即构建了五个递进模型进行 AIC 比较，以确定最优模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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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型 1 为仅含 ARIMA 项的基准模型，模型 2 加入人口结构和经济变量，模型 3 进一步加入龙年效

应，模型 4 加入政策效应，模型 5 纳入全部外生变量(全模型)。 
 
Table 2. Model selection 
表 2. 模型筛选表 

模型 ARIMA 基准 人口 + 经济 龙年效应 政策影响 全模型 

AIC 57.58 61.37 63.36 62.17 55.96 

较基准模型变化 —— +3.79 +5.78 +4.59 −1.62 

 
表 2 展示了各模型的 AIC 值。结果显示，全模型的 AIC 最低(55.96)，显著低于 ARIMA 基准模型

(57.58)，说明纳入人口结构、经济水平、龙年效应、政策效应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及推迟效应等多维外

生变量后，模型拟合优度得到明显改善。这里进行一个可能是必要的解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看

似在表格内没有提及，实际上是因为全模型里面就是加入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推迟效应才构成了

全模型，特此解释以免产生误解。基于以上结果，本文选择全模型作为最终模型进行后续分析与预测。 
表 3 展示了最优 ARIMAX (1, 2, 1)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3. Model coefficients 
表 3. 模型系数表 

变量 AR1 MA1 18~34 岁户籍人口数量 全体人均可支配收入 

系数 −0.1294 −1.0000 0 −0.0006 

变量 龙年效应 政策影响 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 推迟效应 

系数 +0.2354 +1.3820 −2.7460 −3.1490 

 
在外生变量方面： 
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为+1.3820，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使出生率平均提高约 1.38‰。 
龙年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2354，验证了龙年生育偏好的存在，龙年使出生率提高约 0.24‰。 
突发性公共卫生冲击虚拟变量的系数为−2.7460，是所有外生变量中负向影响最大的，表明 2020~2022

年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使出生率显著下降了约 2.7460‰。 
推迟效应虚拟变量的系数为−3.1490，由于该变量(2023~2024 年)与政策变量(2016 年起)在时间上存

在高度重叠，使得这次的 ARIMAX 模型难以精确分离两者的独立效应，因此这一系数结果不能说明补偿

效应本身是负向的。 
社会经济方面： 
18~34 岁户籍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分别为 0 和−0.0006，其中 18~34 岁户籍人口系数为 0，

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该变量对出生率没有影响(与出生率相关系数为+0.658)。而是二者之间强正相关的意思。

而他系数为 0 的含义是它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VIF = 16.05)，导致该模型无法精准区

分二者对出生率的贡献。因此把这部分的效应归入了收入变量，所以 18~34 岁户籍人口的影响应结合相

关系数(r = 0.658)共同判断，不能单一地看其模型系数。 
为确保模型设定的合理性，本文对最优模型(全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诊断检验。Ljung-Box 白噪声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的 Q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为 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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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汇总了模型的各项诊断指标。 
 
Table 4. Model summary 
表 4. 模型信息汇总 

项目 最优模型 ARIMA 阶数 AIC Ljung-Box 
检验(p 值) 

训练集 MAPE 
(平均绝对百分

比误差) 

样本外验证

误差 数据范围 验证集 

结果 全模型 (1, 2, 1) 55.96 0.0656 3.84% 4.0% 2005 年~2024 年 2025 年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p = 0.0656 > 0.05，不能拒绝“残差为白噪声”的原假设，残差通过检验。这

表明模型已充分提取数据中的有效信息，残差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残差诊断图如图 3 所示。 
 

 
注：(a) 残差序列；(b) 残差 ACF；(c) 残差 PACF；(d) Q-Q 图。 

Figure 3. Residual diagnostic plots 
图 3. 残差诊断图 

 
Q-Q 图显示残差点大致分布在参考线附近，表明残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综上，模型的残差诊断结

果良好，模型设定合理。 
为检验模型的预测泛化能力，本文以 2025 年作为样本外验证集。具体做法是：先用 2005~2024 年数

据拟合模型，然后预测 2025 年出生率，再与 2025 年真实值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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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展示了样本外验证结果。 
 

Table 5. Out-of-Sample validation 
表 5. 样本外验证 

真实值 预测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7.94‰ 8.258‰ 0.318‰ 4.0% 

 
模型预测 2025 年清远市出生率为 8.258‰，与真实值 7.94‰相比，绝对误差为 0.318‰，相对误差仅

为 4.0%。在时间序列预测中，相对误差低于 5%通常被认为预测精度良好。因此，可以认为本模型具有

良好的预测稳健性和泛化能力。 
在通过样本外验证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最优 ARIMAX 模型对 2026~2028 年清远市出生率进行预测。

为获得预测期的外生变量值，本文首先对 18~34 岁户籍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连续变量进行外推预

测。 
表 6 展示了 2025~2028 年外生变量的预测值。 

 
Table 6. Exogenous variable forecasts 
表 6. 外生变量预测值 

年份 2025 2026 2027 2028 

18~34 岁户籍人口(人) 933,029 897,631 862,234 826,836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4,720 36,374 38,028 39,682 

 
表 6 的结果显示，18~34 岁户籍人口将从 2025 年的 933,029 人持续下降至 2028 年的 826,836 人，年

均减少约 3.5 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从 34,720 元持续上升至 39,682 元。 
将上述外生变量预测值代入最优 ARIMAX 模型，得到 2026~2028 年清远市出生率的预测结果。表 7

展示了具体预测值及其 95%置信区间。 
 
Table 7. Forecast results 
表 7. 2026~2028 年预测结果 

年份 2026 2027 2028 

预测值(‰) 7.98 7.69 7.39 

95%置信区间 [5.65, 10.31] [4.82, 10.56] [4.04, 10.75] 

 
预测显示，2026 年出生率为 7.98‰，2027 年为 7.69‰，2028 年为 7.39‰，呈现温和下降态势。95%

置信区间随预测期延长逐步扩大，从 2026 年的[5.65, 10.31]扩大至 2028 年的[4.04, 10.75]，反映了时间序

列预测中不确定性累积的基本规律。 
图 4 直观展示了清远市出生率的历史趋势与预测结果。 
蓝色实线为 2005~2024 年历史值，红色虚线为 2025~2028 年预测值，红色阴影区域为 95%置信区间，

绿色菱形标记点为 2025 年真实值(验证点)。由图可见，模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预测趋势与历

史趋势衔接自然。2025 年验证点位于预测置信区间内，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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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istorical trend and ARIMAX forecast of birth rate in Qingyuan City (2005~2028) 
图 4. 清远市出生率历史趋势与 ARIMAX 预测图 

 
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的预测结果远高于仅使用出生率自身历史趋势外推的 ARIMA 模型预测值

(2026 年为 3.0‰)，表明纳入多维度外生变量后，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出生率的变动规律。 

4.2. 总结 

本章对 ARIMAX 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发现如下： 
1) 人口结构是影响清远市出生率的核心因素。18~34 岁户籍人口数量与出生率的相关系数最高(r 

=0.658)，远高于经济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 r = −0.261)，表明人口结构的解释力远大于经济因素。 
2) 政策效应和龙年效应显著存在。全面二孩政策使出生率提高约 1.38‰，龙年效应约 0.24‰。 
3)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冲击最为突出。2020~2022 年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使出生率下降约

2.75‰，是全部变量中影响幅度最大的因素。 
4) 模型预测能力良好。2025 年样本外验证误差仅为 4.0%，2026~2028 年出生率预计温和下降至 7.39‰

左右。 
综上，本文构建的 ARIMAX 模型通过了样本外验证，能够对清远市出生率进行有效预测。预测结果

显示未来三年出生率将温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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